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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及其制度完善
———以«民法典»第９４条为切入点

李德健

摘要:«民法典»第９４条确立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制度,以强化对捐助法人监督力度,维护捐助法人公

益目的.但尚存撤销权行使主体冲突、程序不明与责任模糊问题,容易最终损害公益目的.其原因在于,
现行法忽视了撤销权行使与利害关系人道德风险、捐助法人自治之间的内在张力,主管机关撤销权行使行

为的公法职责与特殊公益诉讼双重属性,以及内部机构成员的慈善受信人特质.据此,应明确利害关系人

行使撤销权时主管机关共同参与机制,并适当限缩解释利害关系人范围;明确主管机关行使撤销权的法定

职责,并创设撤销权行使行为与公益诉讼衔接机制;规定内部机构信义责任,并赋予主管机关以责任减

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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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以“捐助法人”之名将公益财团法人① 理论予以制度化.而为“减少决策机构、执行机构

或者法定代表人”(以下简称为“内部机构成员”)违法违规行为② ,优化捐助法人治理架构,保障公益

财产有效利用,维护捐助法人公益目的,«民法典»第９４条又创设了主管机关撤销权制度:“捐助法人

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或者法定代表人作出决定的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定内容

违反法人章程的,捐助人等利害关系人或者主管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但捐助法人主

管机关撤销权制度的确立也在行使主体、程序与法律后果方面带来一系列挑战.例如,在行使主体方

面,如何处理主管机关与利害关系人在行使该撤销权时的利益冲突? 在行使程序方面,主管机关是否

可以自由决定不予行使该撤销权? 以诉讼方式行使该撤销权是否构成公益诉讼? 在法律后果层面,
除撤销内部机构成员决定外,是否还包括施加其他民事责任? 诸如此类,均是该条款本身所带来同时

又有待理论回应的问题.为此,本文以«民法典»第９４条为切入点,尝试探讨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

权的制度构造以及在后续配套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类型、主要成因与应对策略,从而为

更有效地发挥该制度潜能、抑制其不利因素提供学理参考与政策建议.

一、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的制度解析

对于旨在实现公益目的的私法人而言,大陆法系多称为“公益法人”,而英美法系多称为(法人型,

incorporated)“慈善组织”.为便于论述,这里统称为公益法人.而«民法典»所规定的“捐助法人”与
“社会团体法人”相对应,构成大陆法系传统理论中的公益财团法人(财团法人本身“是旨在实现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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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特定目的的具有法人资格的财产集合”①).在捐助法人层面,基于其“公益性质”②,我国«民法典»
第９４条大致从行使主体、行使程序与法律后果三个方面建构了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制度.该制

度既吸收了国内外相关制度的部分内容,同时也形成了具有一定本土特性的规则安排.
(一)行使主体上包括公私监督者

在撤销权行使的主体范围上,由主管机关与捐助人等利害关系人并列享有撤销权.英美法系与

大陆法系均存在公权力主体与私人监督者同时有权通过诉讼方式监督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的机

制,而我国«民法典»对此既有沿袭又有创新.
(１)在公权力主体方面,仅有主管机关享有该撤销权.在公权力主体经由诉讼而对捐助法人内部

机构成员进行监督领域,目前世界范围内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由检察官单独享有诉权,例如,加
拿大、美国各州“首席检察官”(AttorneyGeneral)③、荷兰“公共检察官”(PublicProsecutor)④;另外一

种是检察官与其他监管者并列享有诉权,例如,英国的首席检察官与“慈善委员会”(CharityCommisＧ
sion)⑤,我国台湾地区的检察官与主管机关(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６４条).但我国«民法典»却选

择了第三条道路:享有撤销权的公权力主体仅限定于主管机关,检察官等公权力主体并未与之并行享

有该撤销权.(２)利害关系人同样享有该撤销权.赋予利害关系人与公权力主体并列享有以诉讼方

式监督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之权,属于很多国家与地区的制度共性.例如,英美法系普遍存在的

“利益相关者”(personsinterested)⑥、大陆法系中的荷兰法上的“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⑦,以及

我国台湾地区的利害关系人.我国«民法典»中关于利害关系人的表述沿袭了这一点.
(二)行使程序上针对可撤销决定

在撤销权行使的法定程序方面,将行使条件限定于内部机构成员在内容或程序上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或章程的可撤销决定.
(１)该撤销权针对的被监督主体是“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或者法定代表人”.这一点较我国台湾地

区仅限于董事(即决策机构成员)更为宽泛,而与英美法上的表述亦有差别:后者多是针对“慈善组织

托管人”(charitytrustees,英国法上的术语,如理事会成员)⑧或慈善组织“受信人”(fiduciary,在美国

更为常见,例如理事会成员、受托人)⑨.(２)启动事由是“作出决定的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

章程,或者决定内容违反法人章程”这两种情况.在启动事由方面,英美法系一般针对的是信义义务

(fiduciaryduty)违反行为􀃊􀁉􀁒;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其法条表述多有差别,例如,意大利«民法典»
第２５条(“对于财团管理的统制”)界定为“关于对管理人有关其责任的行为”􀃊􀁉􀁓,而我国台湾地区则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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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违反捐助章程之行为”.但是,上述启动事由大同小异,因为但凡需要承担责任,则必然在程序或

内容上违反了法律法规或章程规定;而违反后者,也会构成典型的信义义务违反行为.当然,我国«民法

典»至少形式上并未明确提出英美法系的信义义务违反行为,而是直接表述为在程序或内容上违反法律

法规与章程规定的行为.在此基础上,(３)该撤销权针对的是可撤销的决定,而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不构

成该撤销权的对象①.这有别于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后者是声请法院宣告董事行为无效.
(三)法律后果上以撤销决定为主

在撤销权行使的法律后果方面,«民法典»第９４条只明确规定了撤销内部机构成员的决定,而«基
金会管理条例»则规定了后者需要承担赔偿损失、返还财产等民事责任,但现行法律法规均未规定内

部机构成员的责任减免机制.
对于通过诉讼方式监督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的法律后果而言,在英美法系国家颇为明确,即违

反信义义务则需要承担信义责任:除了常规的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承担方式之外,还要将所得收益

归捐助法人所有,即“吐出利益”②;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存在部分规定,例如,在荷兰法上,理事会成员

可能被停职或开除,并且需要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③.为对照,我国«民法典»第９４条延续

了«民法总则»的做法:除了产生使得该决定被撤销这一法律效果之外,并未规定内部机构成员违反上

述义务时的民事责任.但是,根据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４３条,“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

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基金会理事、监事

以及专职工作人员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财产”,至少在基金会层面规

定了理事、监事与专职工作人员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与此同时,对于基本忠实妥当地为实现本组织公益目的而行事的内部机构成员而言,域外一些国

家特别重视对其免责机制的设计.例如,根据英国«２０１１年慈善法»第１９１条,对于诚信且合理行事

者,慈善委员会可以酌情免除或部分免除其责任;在美国法上,很多州首席检察官可以与违反信义义

务的慈善组织受信人达成和解协议.④ 作为对照,我国«民法典»第９４条并未规定任何责任减免机制.

二、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的问题反思

尽管我国法创设了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制度,但基于其条款简略性以及主管机关撤销权行

使行为特殊性,«民法典»以及其他现有法规尚未解决如下三个彼此牵连的问题:撤销权行使的主体冲

突、程序不明与责任模糊.
(一)撤销权行使的主体冲突

所谓撤销权行使的主体冲突问题,是指利害关系人在积极行使撤销权时,可能与作为公益目的维

护者而同样享有撤销权的主管机关产生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利害关系

人基于个体私利而行使撤销权,损害主管机关所欲保护的公益目的;范围不确定的利害关系人频繁行

使撤销权,损害主管机关所欲保护的公益目的.
第一,捐助人等利害关系人基于个体私利而行使撤销权与主管机关存在天然冲突.在实践中,利

害关系人可能会与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达成有损捐助法人公益目的的和解协议.例如,以大病救

助为宗旨的某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决定将针对适格病患的给付标准下调４０％,以便让与理事会成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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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关系的更多病人获得资助.这会导致接受该基金会救助的现有病患救助水平大幅下降.其中

几名病患表示会以该决定违反章程条款为由而行使撤销权.理事会成员为息事宁人,可能单独与这

几名病患达成和解协议,保证向其给付标准不变;在此基础上,继续对其他病患推行给付标准调整后

的项目.这显然与同样享有撤销权并作为公益目的保护者的主管机关产生冲突.此类撤销权主体之

间的冲突,笔者认为,其核心原因在于现行法忽视了撤销权行使与利害关系人道德风险之间的内在张

力.如果利害关系人有意愿积极行使该撤销权,则可能借此实现私人利益而非捐助法人所欲实现的

公益目的.以上述和解协议为例,这几名病患起初具有维护现有全体受益人利益以及自身特殊经济

利益的双重目的,但其后通过和解协议实际上只是为实现自己特殊利益而致其他受益人利益于不顾.
这会导致撤销权运用本身仅仅成为私人监督者追逐私利的工具,而非保护公益目的的利器.

第二,范围不确定的利害关系人频繁行使撤销权与主管机关存在利益冲突.该撤销权为利害关

系人以民事诉讼形式参与捐助法人治理提供了便捷手段.但是,因为利害关系人范围并不确定,除了

为维护纯粹私人利益而行使该撤销权,很多私人监督者也可能就捐助法人发展理念、运营策略、具体

项目存在不同意见而提起诉讼.这种情况会产生“累诉”问题:诉讼数量太多,而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

员不得不将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处理诉讼纠纷而非捐助法人自身内部治理、效率提升与项目开展,从
而最终损害捐助法人的公益目的.这同样与基于公益目的而行使撤销权的主管机关之间形成利益冲

突.而针对该问题,其主要原因则在于现行法忽视了捐助法人自治保障要求.捐助法人属于公益法

人,兼具“自愿和公益”①双重属性,即通过私法人形式来积极实现公益这一实质诉求.② 在这种情况

下,需要平衡公益目的保护与法人自治的关系.③ 如果宽泛地赋予利害关系人以撤销权,则很容易打

破这种平衡:即便利害关系人普遍为自己所预设的公益目的而积极行使该撤销权,也可能产生过分限

制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决定的自由度与专业性进而间接损害其公益目的的反向效果.
因此,就撤销权行使的主体冲突问题,在实在法层面,自然是因为第９４条的规定过于简略.但更

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立法者过于忽视撤销权行使本身的公益目的保护导向与利益关系人道德风险、
捐助法人自治之间存在内在张力,故而仅仅列举了撤销权主体,却未设置任何平衡机制.

(二)撤销权行使的程序不明

除了撤销权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之外,该制度也面临主管机关撤销权行使的程序不明

问题:在利害关系人不行使撤销权时,主管机关是否应当行使撤销权的程序不明;以及在主管机关决

定行使撤销权时,如何在诉讼法上予以保障的程序不明.
第一,在利害关系人均不行使该撤销权的情况下,主管机关是否应当行使撤销权的程序不明.从

«民法典»第９４条的形式意义来看,其将主管机关与其他利害关系人并列规定,同时用“可以”加以表

述,似乎较为明显地赋予上述主体一项民事权利.因此,撤销权主体自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行使.但

问题是,第９４条虽赋予私人监督者以撤销权,但其多对捐助法人并不享有经济利益:一旦撤销权行使

成功,其所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得到纠正、公益目的受到保护)将为捐助法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无

偿享有.这容易催生搭便车行为,导致私人监督者缺乏积极行使撤销权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主管

机关是否应积极作为,行使该撤销权? 抑或同样选择不予行使? 另外,主管机关是否可以通过行使其

常规行政监管权的方式,而不再行使该撤销权? 对此,现行法缺乏明确规定.这些程序不明问题,笔
者认为,其核心原因在于,现行法忽视了主管机关撤销权行使行为的公法职责属性.基于主管机关负

有监管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的法定职责,其撤销权机制实际上是用民事权利这一“外衣”所包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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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上的监督职责,是“以私法作为公法的辅助工具”.① 因此,主管机关对该撤销权之行使有别于私

人监督者对该撤销权的行使:主管机关行使撤销权是其公法职责的内在要求,其与学理上的“行政私

法行为”②颇为类似,“可供行政机关适用的只是私法的形式,而不是私人自治的自由和可能性”③.据

此,不能因为撤销权本身的私权属性就否定了主管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必须行使该撤销权的公法职责,
也不能因为主管机关行使了常规行政监管权就无需行使该撤销权.否则其会产生两种消极效果:(１)
无法改变实践中的搭便车逻辑.包括主管机关在内的撤销权主体均希望其他主体提起诉讼并成功撤

销捐助法人内部机构不当行为,而自己可以坐享其成.这容易导致撤销权主体普遍失去行使该撤销

权的动力.(２)导致捐助法人公益目的、广大受益人群体以及公益资产本身遭受侵害.例如,对于捐

助法人理事会成员的违法违规行为,主管机关固然可以根据«慈善法»或相关法律法规加以行政处罚,
但是,这对于捐助法人本身因理事会成员违法违规行为而遭受民事损失而言,于事无补.

第二,在主管机关决定行使该撤销权时,其如何在诉讼法上行使该撤销权的程序不明.在明确主管

机关行使撤销权的公法职责并且主管机关决定行使该撤销权基础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究竟适用一般

民事诉讼程序,还是适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７条规定,公益法人

财产作为“社会公共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损毁”.因此,主管机关行

使该撤销权的目的不仅是监督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更是保障法人章程所规定的公益目的.在这种情况

下,主管机关发起的民事诉讼是否应适用公益诉讼程序,抑或仅仅作为普通民事诉讼处理? 对此,现行法

并无明文规定.而针对该问题,其主要原因似乎可以归结为现行法忽视了主管机关撤销权行使行为构成

一种特殊民事公益诉讼.(１)该撤销权之行使构成民事公益诉讼.通过行使该撤销权,主管机关是为让

内部机构违法行为得到纠正,从而保护该捐助法人公益目的,这是为何英美法系普遍赋权首席检察官(作
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发起针对慈善组织内部机构成员的诉讼之原因.④ 因此,该诉讼行为宜纳入公益诉

讼范畴予以把握.(２)该撤销权之行使构成特殊民事公益诉讼.例如,其一,针对捐助法人内部机构

违法违规而损害其自身公益目的的行为,并未被现行法明文确定在民事公益诉讼范围之中.⑤ 其二,
有别于一般民事公益诉讼(针对外部环境等公共利益的侵害),对于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如果决定

不积极实现其组织章程所追求的公共利益⑥,就需要主管机关来行使该撤销权.其三,有别于一般民

事公益诉讼,该撤销权之行使直接用于有效保护捐助法人公益资产、规范内部机构行为,因此已经内

化为捐助法人治理架构中的重要制度.其四,有别于一般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将起诉主体限定于行政

机关、检察机关与社会组织⑦,与该撤销权相关的起诉主体是主管机关与利害关系人.
由此可见,第９４条所创设的主管机关撤销权行使行为实际上具有复合属性:该行为是形式上的

民事权利行使行为与实质上的公法职责执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与主管机关常规行政监管权形成并

列而非替代关系,彼此搭配发挥最优化的公益目的保护效果;该行为在学理上可纳入民事公益诉讼范

畴予以把握,但作为一种特殊公益诉讼,其在具体领域、确保内部机构成员积极实现公共利益、作为捐

助法人治理的组成部分以及起诉主体范围等方面又与一般民事公益诉讼大有区别.而对其复合属性

的忽视则构成现行法中主管机关撤销权行使程序不明困境之理论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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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撤销权行使的责任模糊

除却主体冲突与程序不明之外,主管机关撤销权行使还面临行使后的责任模糊问题.在这方面,
«民法典»的规定颇为简略,直接衍生出民事责任类型模糊与责任减免机制模糊两大问题.

第一,民事责任类型模糊.«基金会管理条例»第４３条规定,决策不当导致基金会财产受损的理

事负有赔偿责任,而对于私分等非法处理所在基金会财产的行为,还需要归还财产.但这并不当然适

用于社会服务机构①法人等其他捐助法人类型,同时也未明确是否还包括其他责任承担方式.就后

者而言,«民法典»第１７９条规定,“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据此,关于第９４条,因为并

不存在针对内部机构惩罚性赔偿的明文规定,所以该类型似应不在其中.但除常规赔偿损失、恢复原

状等责任类型外,对于内部机构成员因上述违反行为而获得的相应收益,是否应归于捐助法人? 如果

应当,其采取的是何种责任方式? 这种责任模糊问题,笔者认为,其实质原因主要在于现行法忽视了

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作为“慈善受信人”(charitablefiduciary)而负有的信义责任.从学理上讲,捐
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作为受信人对捐助法人负有信义义务,必须为捐助法人最优利益而从事活动,并
避免与减少利益冲突.② 而信义责任是违反信义义务后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赔偿损失、将所得

收益“归入”③捐助法人等责任承担方式.这一点与公司治理中的董事责任并无实质区别:根据«公司

法»第１４８ １４９条,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其所得收益应收归公司;同时,其公司职务执行行为违反法

律、法规与章程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赔偿.尽管在捐助法人领域尚未明文确立违反信义义务

的法律后果,但根据信义法理,在上述主体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与章程的行为构成违反信义义务时,应
承担信义责任.

第二,责任减免机制模糊.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在实践中面临各类严重法

律风险,使得大量现有与潜在公益管理人才流失;要么捐助人等利害关系人私相授受,通过和解方式

导致严重违反义务的内部机构成员免于承担民事责任.而这里的问题成因在于,现行法在其民事责

任承担机制方面并未考虑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作为慈善受信人的利他精神.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

员很多是不领取报酬的志愿者抑或是因为热爱公益事业而接受较低薪酬者.这在英美法上被称为志

愿托管(voluntarytrusteeship)原则.④ 在大陆法系国家,例如荷兰,即便并未明确该原则,但在实践

中很多理事会成员确实也是志愿者.⑤ 在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２３条也部分承认了这一点:监事

与非专职理事不得获取报酬.在此背景下,如果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忠实履行了相关义务,尽管还

存在一些瑕疵,但基于其志愿者身份或利他精神,适当减免其责任依然具有正当性.当然,对于已丧

失基本利他精神的(尤其是故意)严重违法者,并不应当存在免责空间.
据此,对于撤销权行使之后的责任模糊问题,不应过分苛责于现行法规定之简略.事实上,虽然

«民法典»与«公司法»针对公司等营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的民事责任规则同样颇为简略,但却明确其

应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第８４条、«公司法»第１４９条)甚至“吐出利益”责任(«公司法»第１４８条).
与之相对,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在学理上负有的信义责任并未得到有效重视、内部机构成员的利他

精神并未受到«民法典»特别关照,似乎应对该撤销权行使之后的责任模糊问题承担更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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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的制度完善

在理顺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制度诸类问题及其背后成因之后,未来应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以
保护捐助法人公益目的、减少内部机构违法行为、提升捐助法人公益资产使用效率.为此,可以从主

体关系平衡、程序规则设计与民事责任配置等三个方面来系统完善现有规则体系.
(一)创设主体之间利益平衡机制

为解决利害关系人在积极行使撤销权时与主管机关所存在的现实或潜在利益冲突,应在配套立

法或司法实践中创设撤销权主体利益平衡机制,以有效应对私人监督者的道德风险与累诉危机.
第一,为减少私人监督者积极行使撤销权时的道德风险从而确保撤销权行使的公益目的导向,应

明确规定,如果其他利害关系人之一以撤销权之名进行监督、提起诉讼,则主管机关也应作为共同权

利人参与相关监督、诉讼活动.在营利法人中,股东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有者,通常既有法定权利

又有内在动力去监督内部机构成员.① 但在捐助法人中,尽管其监督机制在某种意义上仿效了公司

法中的相关制度②,但是,公益目的已经取代营利法人股东(以及私益信托受益人③)的角色,因此缺乏

以股东等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有者身份而对内部机构成员进行监督者.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监督者可

能主观上是为私益(例如特定受益人为维护其给付标准)而行使撤销权,或者在行使撤销权过程中通

过和解等方式而终止行使.如果其所造成的结果是以私人利益取代了公益目的,则这显然有违设立

撤销权的立法初衷.为此,即便在私人监督者行使撤销权时,主管机关也应积极参与其中,在撤销内

部机构成员不当决定的同时,防范与化解私人监督者的潜在道德风险.
第二,为缓解范围不确定的利害关系人累诉问题从而维护设立撤销权的立法初衷,可以考虑由法

院适当限缩解释利害关系人范围.在这方面,域外不少国家直接采取了较为抑制性的立法政策,对于

捐赠人、受益人等利害关系人的诉讼资格多有限制,从而防止累诉.④ 以英国为例,对于类似诉讼,英
国法设置了前置程序,即必须首先得到慈善委员会(慈善组织监管者)的首肯,如果后者可以在职权范

围内解决相关问题,则利益相关者不得起诉.这种方式考虑到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相关者可能给慈善

组织内部机构成员所带来的诉讼负担,是对慈善组织自治性的重要保护,也在一定意义上平衡了公益

目的保护与私法自治(减少外在因素对慈善组织内部机构成员独立治理的干预)的关系.⑤ 类似地,
美国法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其他公众参与此事”.⑥ 作为对照,我国法整体基调是并不限制利害关

系人通过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来监督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因此,主管机关无权直接否定利害关系

人的撤销权.在此背景下,为了“在利害关系人的权利行使与慈善法人的独立运作之间加以平衡”⑦,
可以考虑在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层面,由法院进行适当限缩解释,从而避免每个公众成员都以捐赠人、
潜在受益人之名滥用该撤销权,造成累诉危机.

(二)确立监管者撤销权行使程序

为防止利害关系人均不行使撤销权、主管机关在撤销权与常规行政监管权之间择一行使以及诉

讼程序规则不明所带来的公益目的保障不利等困局,应系统确立主管机关撤销权的行使程序.
第一,明确捐助法人主管机关行使撤销权的公法职责.鉴于撤销权在形式意义上的私权属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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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现行法对主管机关行使撤销权的行为缺乏定性,为保护捐助法人公益目的,强化对内部机构成员监

督力度,在解释论上应明确主管机关具有行使撤销权的公法职责.在此基础上,为防止搭便车行为,
应明文规定,如果其他利害关系人不行使撤销权,则主管机关在存在法定事由时根据其公法职责必须

行使该撤销权.同时,应进一步明确主管机关综合运用撤销权与常规行政监管权的公法职责.在具

体形式上,前者采用私法手段、通过民事诉讼来间接实现其监管目的,而后者通过诸如行政处罚等公

法手段来直接实现其监管目的;在行使后果上,前者可能产生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而后者可能产生

罚款等行政责任.因此,尽管我国法已确立了系统的行政监管制度①,但不能因行使了行政监管权就

放弃撤销权,反之亦然.对于捐助法人主管机关,在以行政处罚方式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惩戒时,并不

妨碍其采用撤销权形式对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进一步监督.两者构成一种“公私法交融的现

象”②,“可以发生相辅相成之作用”③,从而充分保障捐助法人公益目的.
第二,建立主管机关撤销权与现行民事公益诉讼衔接机制.主管机关撤销权之行使意在维护捐

助法人的公益目的,保护公益资产有效使用,这与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政策初衷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可考虑将主管机关撤销权的行使(提起民事诉讼)正式纳入民事公益诉讼范畴,在民事公益诉讼

领域中单列公益资产保护这一选项.与此同时,主管机关撤销权之行使与一般民事公益诉讼还存在

一定区别.例如:前者实际上构成捐助法人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权行使该撤销权者是主管机

关与利害关系人;该撤销权之行使需考虑避免给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造成累诉危机,从而过分干预

法人自治.在此背景下,应在现有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中为主管机关撤销权行使配置相应的特殊规则.
(三)明确信义责任及其减免机制

为了强化对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的监督力度,同时保护后者的利他精神,在后续配套立法中应

明确并优化设计主管机关行使撤销权后的民事责任配置制度.
第一,明确规定撤销权行使之后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的信义责任.为避免实践中因为缺乏明

文规定而导致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的信义责任难以落实的问题,可以考虑参照«民法典»第８４条以

及«公司法»第１４８条、第１４９条的规定,进而整合«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关于理事等民事责任的规定,
在未来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系统规定基金会法人、社会服务机构法人

等各类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的信义责任承担方式.同时,有别于一般民事公益诉讼,这里的赔偿

金、所得收益应归捐助法人享有,而非收归国有,抑或另行设立专户、成立组织加以处理.
第二,创设主管机关主导的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责任减免机制.我国法可考虑赋予主管机关

在行使撤销权时减免捐助法人内部机构成员民事责任的权限,从而鼓励适格的志愿者以及其他公益

人才积极担任捐助法人治理层、执行层成员,减轻内部机构成员(很多是无偿的志愿者)的法律负担,
减少其正直决策、忠实创新的后顾之忧.与之相对,因为事关公益,捐助法人主管机关以外的利害关

系人不宜获得此项权限,从而防止潜在的道德风险.

四、结语

«民法典»第９４条所确立的捐助法人主管机关撤销权制度旨在强化保护捐助法人公益目的,但
是,该制度依然面临如下问题:利害关系人积极行使撤销权时可能与主管机关产生利益冲突;在利害

关系人均不行使该撤销权时,主管机关是否行使撤销权的相关程序,连同主管机关行使撤销权时的诉

讼保障程序均处于不明状态;撤销权行使后配置何种民事责任,以及是否可以减免责任,均颇为模糊.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弱化了这一制度本身,甚至可能导致损害公益目的的反向效果.而细究其原因,
则主要在于现行法忽视了主管机关撤销权制度背后的如下因素:撤销权行使与利害关系人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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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法人自治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主管机关撤销权行使行为具有公法职责与特殊民事公益诉讼双重

属性,以及内部机构成员具有慈善受信人的基本特质.据此,要使主管机关撤销权有效发挥其作用,
应对现有制度进行系统完善.应明确利害关系人行使撤销权时主管机关共同参与机制,并适当限缩

解释利害关系人范围,以实现撤销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明确主管机关负有行使撤销权的公法职

责,并创设撤销权行使行为与公益诉讼衔接机制,以理顺主管机关撤销权的行使程序;明确捐助法人

内部机构信义责任,并赋予主管机关以责任减免权,以实现对内部机构成员民事责任的合理配置.
同时,本文尚有部分问题有待今后予以探讨.例如,如何将主管机关撤销权行使行为这一特殊

民事公益诉讼与常规民事公益诉讼有机结合,尚需在公益诉讼理论上加以深入探讨,以便有效应对

诸如主管机关与捐助人等利害关系人均不起诉时检察机关是否应当提起诉讼等问题.另外,在英

美法系国家,但凡存在类似制度,也基本上适用于一般的慈善组织,而不会对社团型慈善组织

(membershipcharities)作例外处理.而我国现行法区分社会团体法人与捐助法人,并只在捐助法人

中赋予主管机关撤销权.这一制度设计可能基于的考量因素是:在社会团体法人中,成员会对理事

会等进行监督;社会团体法人并不都是公益法人.但无论如何,在捐助法人中设计主管机关撤销权

背后的政策考量对于公益性社会团体法人同样具有适用价值.因此,在根据既有理论而强调社团、
财团之结构差异①之外,是否可以考虑基于公益法人之目的共性而将主管机关撤销权制度拓展适用

于公益性社会团体法人? 诸如此类,均有待后续理论研究与相应制度改革.

TheRevocationRightofFoundations􀆳RegulatorsandItsInstitutionalImprovement
—TakingArticle９４oftheCivilCodeasaEntryPoint

LiDejian
(LawSchool,Zhe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gzhou３１００２３,P．R．China)

Abstract:Article９４oftheCivilCodeestablishesthesystemconcerningtherevocationrightof
foundations􀆳regulators,soastostrengthenthesupervisionoffoundationsandtosafeguardtheir
publicwelfarepurposes．However,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inthepracticeofrevocationright,
suchasconflictsexistingbetweenpublicandprivateparties,unclearproceduresandavagueliability
mechanism,whichmayweakenordamagefoundations􀆳publicwelfarepurposes．Thereasonsliein
thatthelawignorestheinherenttensionsbetweentheexerciseofrevocationrights,the moral
hazardofinterestedpartiesandtheautonomyoffoundations,thedualattributesofregulators􀆳exerＧ
ciseoftheirrevocationrightsasapubliclawdutyandaspecia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andthenaＧ
tureofafoundation􀆳internalorgansascharitablefiduciaries．Accordingly,regulatorsshouldparticiＧ
pateinthelawsuitsbroughtbyinterestedpartieswhoexerciserevocationrights,andthescopeofinＧ
terestedpartiesshouldbeinterpretedrestrictively;thelawshouldclarifytheexerciseofregulators􀆳
revocationrightsasapubliclawduty,andcreatethecooperativemechanism unitingrevocation
rightswithpublicinterestlitigations;andthelawshouldstipulateinternalorgans􀆳fiduciaryduties
andauthorizeregulatorstorelievetheirli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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